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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:文章以近代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为主线 , 考察了在这个
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, 尤其是原先以“男耕女织”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
体系的解体。文章还分别考察了各利益相关主体 , 包括技术革新者 、原有社
会体系的维护者(政府和士绅阶层)以及农民(后来分化为缫丝工和蚕农)在
这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行为。最后 , 文章指出 , 在理解技术和社会的相互关
系上 ,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都有其各自的片面性。这一段时期的技术变
革和社会变迁表明:社会因为技术的组织刚性而产生结构重组;同时 ,建构中
的技术也会因为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被改造。由此形成了技术和社会的
互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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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新的质量标准引发缫丝技术变革的压力

在机器缫丝引入之前(1860年),中国一直保持着家庭手工缫丝的

传统 。养蚕与手工缫丝一体 ,而且几乎都是由女性来从事 ,男性则从事

耕种 ,体现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劳动分工(费孝通 ,2003 1936)。随着缫

丝技术的变革 ,这种自然经济体系逐渐呈现分化 、瓦解的趋势。

进入 19世纪之后 ,随着蒸汽机和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 ,美国和欧

洲的纺织工业都逐步使用机器来改组生产线 。机器生产对生丝的质量

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“机器要求使用有韧性和粗细一致的原料。工厂

的劳动耗费很大 ,若为拣出有毛病的和不规则的丝线而把机器停下来 ,

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承受的。因此 ,美国的工厂主必须得到能适应其

高速运转的机器使用的生丝 ,以把手工劳动和浪费降低到最小限度 。

对他们来说 ,使用低级生丝 ,再像欧洲那样把这些丝重缫和清理一遍 ,

是不可能的 。事实上 ,美国的劳动力价格很高 ,机器运转很快 ,使用低

级丝的费用要比使用高级丝高得多 ,因为高级丝的使用不需太多人工 ,

又适合较高的转速”(Mason , 1910;转引自苏耀昌 ,1987:150)。这样 ,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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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器缫丝相比 ,中国家庭手工所缫的丝(也称“土丝” ,以区别于蒸汽缫

丝厂所产的“厂丝”或称“机丝”)也就不再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质量要

求 ,因而缺乏竞争力 ,这直接导致“土丝”出口量的锐减 。

可见 ,欧美(尤其是美国)纺织工业技术的发展(机器大生产)为蚕

丝质量建立了新标准:粗细程度必须一致 ,而且有精确的规定;断头现

象必须减到最少 。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丝则无法满足机器纺织工业

的需求 ,因而西方纺织工业对这种生丝的需求下降。根据费孝通的分

析 ,中国传统缫丝业所存在的技术问题包括:由于对蚕的病毒传播没有

预防措施 ,蚕的成活(结茧)率低(在最坏的年景只有 30%),蚕的吐丝

量少;蚕生长过程中的温度和湿度得不到调节 ,桑叶质量和喂食次数都

没有规则 ,结不出好茧;缫丝过程中由于水温不稳定 ,因此蚕茧的溶解

程度不均 ,影响丝的光泽而且影响纤维的折断率;手工缫丝由于纤维折

断率高 、轮子转动不均匀 、工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 ,因此抽出来的丝粗

细不均(费孝通 ,2003 1936:179-180)。这样 ,中国土丝生产的现状与

新的质量标准之间的差距也就引发了技术变革的压力和动力。

本文将以珠江三角洲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为主线 ,探讨其中技术变

革的历程及其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。

二 、珠三角缫丝业技术变革的简要过程

19世纪中后期 ,中国存在着两个生丝出口中心:以上海为中心的

长江三角洲和以广州(南海和顺德)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。外商① 首

先在上海建立了以近代机器为基础的缫丝厂 ,它们采用蒸汽动力 ,并用

机器缫丝 。后来上海的中国商人创办的缫丝厂也沿用了这些外资缫丝

厂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。而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则呈现出极大的差

异 ,无论是它们所采用的技术 ,还是工厂选址 ,或者管理方式 。

陈启沅(曾侨居越南)1873年在广东南海县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

丝厂 ,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第一家自己的机器缫丝厂。他依照法国式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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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1862年 ,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家外国机械缫丝厂 ,是英国怡和洋行投资的怡和纺丝局 ,约

有百部丝车。据称所生产的丝质地优良 ,售价比欧洲生产的厂丝还高。当时的怡和纺丝
局有几百名工人 ,是当时相当先进的机器缫丝厂。到 19世纪 80年代 ,上海的外商丝厂

有 7家。



丝机器 ,自己设计了机器丝车 ,并画出图样(“机器大偈图”)制造 。根据

史料记载 ,该厂蒸汽设备是购买小火轮机件 ,经陈启沅自行设计 ,由广

州陈联泰机器店加以改装。缫丝车和丝釜也都是当地制造 ,其中丝车

改为木制 ,丝釜改用陶制(徐新吾主编 , 1990:115)。这种对丝车的改

造 、设计和自行制造 ,大大降低了建厂投资费用。

这种机器与国外机器的根本差别在于它只是以蒸汽煮沸水提供煮

茧 ,使煮茧釜水恒温 ,以保证缫丝质量。缫丝厂的动力则不是来自蒸汽

机 ,而是由女工脚踏发动 。陈天杰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:“其时蒸汽炉

的作用是:一 、用来发动抽水器向外涌汲水入厂;二 、煮沸水 ,并将沸水

透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位去。尚未有做过推动丝 自动旋转的用

途……女工从茧身寻取丝口后 ,即搭上木制缫丝 ,用足踩动一小铁

杆 ,牵动 的轴心 ,使 旋转 ,把丝滚上制为成品”(林金枝 、庄为玑 ,

1989:224)。① 这种机器不仅是继昌隆开办时采用的机器 ,也是此后二

三十年珠江三角洲绝大部分缫丝厂所采用的机器 。最初的蒸汽缫丝机

尽管尚未实现完全蒸汽化 ,但其效率大大提高 ,所产生丝质量比以前的

手工丝也有明显提高 。“旧器所缫之丝 ,用工开解 ,每工人一名可管丝

口十条;新法所缫之丝 ,每工人一名可管丝口六十条 ,上等之妇可管至

百口”(陈启沅 ,1903:4)。而且新法所缫之丝粗细均匀 、色泽洁净 。广

州的洋行以高出一般生丝价格五成的价钱购入继昌隆的丝 ,主要用于

出口法国(王翔 ,2005:103)。

进入 19世纪 90年代后 ,珠江三角洲的丝厂数量大增 ,初具规模 。

到1894年 ,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蒸汽丝厂 75家(徐新吾主编 ,

1990:143)。20世纪初 , 机器缫丝业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工业 。

1902年 ,顺德有丝厂 86家 ,丝车 34600部。辛亥革命之后 ,珠三角的丝

厂数从1910年的 109家增加到 1912年的 162家 ,丝车数也从 42100部

激增到65000部;1926年 ,丝厂增加到 202家 ,丝车增加到 95605部(王

翔 ,2005:11-12)。不仅如此 ,厂丝在出口方面也节节上升 ,并逐渐取

代土丝 。“1881-1882年 ,广东出口土丝 11526关担 ,尚无厂丝出口的

记载 ,然而到下一年度 ,厂丝出口已有 1254关担 ,已占广东生丝出口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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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转引自王翔(2005:114)。这种形态与日本近代缫丝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器械缫丝完全相
同 ,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机器工厂 ,应该说是由大型手工工场向机器工

厂过渡的形态,或者说是机器工业的初期形态。



量的 13.12%。两年以后 ,厂丝出口量增加为 3437关担 ,占生丝出口比

重首次超过半数 ,达到 52.45%。此后 ,厂丝出口一路上升 ,到 1894-

1895年时已达 18179 关担 , 占广东生丝出口总量的 89.38%;19世纪

末 ,进一步上升为 93.3%”(王翔 ,2002:21)。

与此同时 ,珠三角缫丝业的技术进步也非常显著 ,丝厂用来运转丝

车的动力由人力逐渐向蒸汽动力转换。以往只是用来供给煮茧热水的

锅炉 ,也被用来作为运转丝车的动力机。珠三角丝车在技术上跨上蒸

汽动力化的台阶 ,始于 1891年陈启沅从澳门将继昌隆迁回南海 ,改称

世昌纶丝厂。到 20世纪初 ,几乎所有的广东丝车都已经使用蒸汽动力

运转丝车(王翔 ,2005:115)。但是我们也将看到 ,这个转换过程并不是

一帆风顺的 ,它遭到了来自缫丝工的抵制。

三 、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

在蒸汽缫丝技术引进之前 ,珠三角农村所维持的是典型的男耕女

织 、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 。具体到家庭手工缫丝 ,都是集植桑 、养蚕和

缫丝一体的 ,几乎没有任何分化 。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程度都比较低 。

蒸汽缫丝技术的出现及发展渐渐地改变了这种社会结构。蒸汽缫丝厂

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生丝出口量大大增加 ,厂丝所占比例从无到有并最

终几乎完全排挤了土丝 ,更是体现在近代机器工厂的兴起 ,工人的聚

集 ,养蚕 、缫丝和纺织的专业分化和职业化 ,缫丝工序的专业化 ,生丝贸

易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等方面。蒸汽缫丝技术的引进逐渐瓦解并重构了

原有的社会体系;而原有的社会体系又对技术的变革施加着影响 ,并使

得技术变革呈现出独特的路径 。为了理解其中的微观机制 ,我们需要

深入分析在这个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相关主体 ,其中包

括技术引进者 、原有体系的维护者(满清政府和士绅),以及原自然经济

体系下集养蚕缫丝为一体的农民(后来逐渐分化为缫丝工和蚕农 ,实现

了专业化和职业化)等。

(一)技术革新者

在珠三角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中 ,陈启沅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 。

陈启沅是广东南海县人。1854年到南洋(越南),经商 10余年致富 ,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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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国开办缫丝厂 。陈启沅以在越南所建的法国式缫丝工厂的缫丝车为

摹本 ,自行设计并制造了新式缫丝机。如前所述 ,这种新式缫丝机是半

机械化的 ,它借助蒸汽来煮茧 ,但并没有用蒸汽动力来牵引丝车 。陈启

沅对丝车本身也进行了改良 ,比如改手摇为脚踏等 ,提高了丝车的性

能 ,也因此提高了其所生产的丝的质量 。“初时 ,(继昌隆)全厂不过数

十缫丝釜位 ,只有单缫而无复缫 ,女工均系本村的左邻右舍 ,由陈氏教

以机械缫丝之法 ……随后逐渐扩大 ,至有八百位之多”(彭泽益编 ,

1962:44)。

陈启沅对缫丝技术(包括蒸汽动力和缫丝车)的改良 ,客观上解决

了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而无法原装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的困难。根

据程耀明的研究发现 ,顺德的机器缫丝厂资金较少 ,平均为 2.6万元 。

而同期在上海创办的丝厂的资金则相对雄厚 ,一般为 13万元左右 。但

是两者的规模(丝车数和员工数)相当(程耀明 ,1985:264-265)。

这种技术改良使得相对弱小的民族资本能够迅速进入机器缫丝

业 , ① 并迅速占领了国外市场 ,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“蒸汽机+联机缫

丝车”这样一种技术所要求的生产 、管理和组织模式。陈启沅将联机改

为单机 ,因而可以分散进行生产 ,而不一定要集中在一个厂房里面。

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情况下 ,一台蒸汽机视乎自身动力大小而牵

引4-20台不等的缫丝车 ,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 ,小规模的缫丝厂就不

划算 ,因而也就不适合分散生产。而陈启沅的技术改良解决了这个问

题 ,使得机器缫丝厂能够落户于各个村落———蚕茧产地。只将蒸汽用

于煮茧而不用来牵引缫丝机 ,降低了对大规模集中生产和集中管理的

要求。另外 ,由于将联机改为单机 ,分工减少 ,对工人之间的协作要求

也大大降低。在联机生产的情况下 ,一般是 3-4个工人共同负责一辆

缫丝车 ,其中存在明确的分工。就像在全套引进蒸汽缫丝技术的上海

丝厂 ,丝厂内分工较细:有缫丝工 、缫丝补缺工 、煮茧索绪工 、选茧工和

剥茧工(陈慈玉 , 1989:45)。而在经过改良之后的单机生产中 ,则是 1

名工人负责一辆缫丝车 ,跟原先家庭手工生产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。

正像陈慈玉所揭示的那样 ,在广东的丝厂里 ,分工较粗:煮茧 、索绪和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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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据 1917年的调查 ,每部丝车约 367两 ,则 240部丝车加上厂房 ,需要固定资金 88000两(陈

慈玉 ,1989:32)。而从陈启沅自传中的资料来判断, 建立相应规模的缫丝厂 ,如果采用陈
启沅改良之后的技术———将小火轮机件改装成蒸汽设备 ,缫丝机和丝釜也都是当地制

造 ,其中丝车改为木制 ,丝釜改用陶制———第一笔投资大约是 20000两(陈启沅 , 1903)。



丝三者一体(陈慈玉 ,1989:190)。

机器是一种外来的新生事物 ,从接触 、接受到熟练操作存在一个过

程;而经过改良之后的机器缫丝与原先的家庭手工缫丝并没有什么根

本区别 , ① 因而可以很快为原先的手工缫丝工人所接受并熟练操作 。

而将缫丝车设在原先产茧缫丝的乡间 ,则又为缫丝厂提供了足够的熟

练缫丝工 。这都为珠三角缫丝厂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但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的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, 1881年就发生

过南海丝织业者捣毁机器缫丝厂的事件。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东省

南海县 ,本为丝织手工业繁盛之区 ,原有机工万余人 。1881年 ,江浙地

区蚕丝歉收 ,加上胡雪岩的屯购 ,导致上海的生丝出口量剧减 ,欧美商

人于是到广东求购。而广东土丝的大量输出 ,又导致市上无丝可卖 ,机

工为之停歇。当地`锦纶堂' 行会丝织手工业者于是迁怒于专营出口的

蒸汽缫丝厂。光绪七年八月十三日(1881年 10月 5日),在`机器害其

本业 ,不如聚众前往拆毁' 的号召下 ,三两千名机工将裕昌厚丝厂之缫

丝机器尽行捣毁 。随后 ,愤怒的丝织手工业者又打算捣毁同乡的继昌

隆及其他几家丝厂 ,酿成了丝民 、机工各有伤亡的严重流血事件 。后

来 ,蒸汽丝厂迫于丝织手工业者和当地守旧势力的压力 ,不得不迁址以

避其锋”(王翔 ,2002:19)。中国第一家近代蒸汽缫丝厂继昌隆也迁往

澳门 。地方政府对这次骚乱的处理是 ,一方面平息内乱的丝织者;一方

面下令禁止机器缫丝 ,并在已引起丝织者大量失业的地区 ,关闭所有缫

丝厂(苏耀昌 ,1987:59)。

然而正如前面所述 ,在 1883年 ,厂丝出口也才 1254关担 ,仅占广

东生丝出口总量的 13.12%。应该说 ,这个比例并不会对丝织业者产

生致命的冲击。其实 1881年的丝织业者骚乱的直接原因是欧美商人

直接到广东求购生丝 ,导致市上无丝可卖。而丝织业者其实也早已在

外国机器纺织业的排挤下逐渐丧失了竞争力 。尤其是进入 20世纪后 ,

“中国的丝织品再也不能使西方消费者满意 ,几乎都转为向东南亚出

口 ,在那里的华侨社会中寻找市场”(苏耀昌 , 1987:161)。丝织业者对

机器缫丝的仇视来自于两方面 ,一是机器纺织侵蚀了丝织业者的市场

份额 ,而机器纺织所利用的原料又正好是机器缫丝机所生产的厂丝;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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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主要区别就在于用恒温的水来煮茧 ,并将手摇缫丝车改为脚踏缫丝车 ,从而增加了缫丝

车的稳定性 ,提高了丝的质量。



是厂丝以其优良品质而萎缩了土丝市场 ,而厂丝的高价格(比土丝高出

一半甚至一倍以上),又是丝织业所无法承受的。长此以往 ,丝织业将

会真正面临无丝可买的境地。

事实上 ,后来的发展也的确证实了这种担忧。“缫丝厂不断增加 ,

手缫丝相应地减少 ,对丝绸商品的贸易起了消极作用 。这不但由于劳

动力的转移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 ,而且也由于茧价的上涨 ,茧价已高到

使农民不愿再生产生丝的程度 ,而这生丝主要是供本地纺织业使用的”

(苏耀昌 ,1987:158)。由此可见 ,以出口为目的的缫丝工业的繁荣 ,引

起了本国丝织业的衰落。

发生南海丝织业者捣毁机器缫丝厂事件之后 ,为了生产廉价土丝

以缓解丝织业者的仇恨情绪 ,同时也为了能够让更多的资本参与到缫

丝业以扩大缫丝业的社会基础 , ① 陈启沅与他的儿子合作 ,将旧式手

摇丝车改为脚踏的缫丝单机。② 制造一架这样的机器只需四两银子

(约 5.5银元)(苏耀昌 ,1987:159)。这种脚踏缫丝机具有改良共拈式

的拈鞘装置 ,仿制了法国式(共拈式)的缫丝车 。这种脚踏缫丝单机并

没有使用蒸汽煮茧 ,其所生产的生丝质量也比机器缫丝厂的差 ,仍然属

于一种土丝 ,价格也低于厂丝;但其质量又要高于原来的家庭手工

缫丝 。

脚踏缫丝机的发明 ,客观上又为小作坊生产提供了无限的契机 。

《南海县志》中提到 , “及工厂已成果著成效 ,机房中人又联群挟制 ,鼓动

风潮 ,谓此风一开 ,则工人失业 ,生计立穷 ,无知之民 ,相率附和 ,几欲将

丝厂毁拆 ,经当道劝谕 ,其事乃寝。启沅知汽机之利 ,实足兴起蚕业 ,勉

力提倡 ,后人比有德我者……乃改创缫丝小机 ,以便小资本家经营 ,功

用则与大机无异 ,而小机之利尤普 ,率之 ,风气日开 ,南(海)顺(德)各属

群相仿效”(宣统《南海县志》 ,卷 21:4-6;转引自陈慈玉 , 1989:165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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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“脚踏缫丝机实际上是蒸汽缫丝机的简化。它从蒸汽缫丝机的四五百个水盆中分出一个

来。不过 ,两者间有两个重要差别。脚踏缫丝机用人力驱动 ,不使用蒸汽动力 ,缫丝者用
右脚踩机器的脚踏板 ,上下运动以驱使轮子运转 ,水盆中的水也是用炭火加热 ,而不使用

蒸汽。与手工缫丝相比 ,脚踏缫丝机是一种技术进步 ,因为两只手都可自由地用于缫丝。

所以 ,它缫出的丝要比手缫丝的质量好一些。不过 ,与蒸汽机相比 ,脚踏缫丝机转轮的运
动不够均匀 ,也未能使水盆中的水保持恒定的温度。因此 ,它缫出的丝仍然粗糙而不均 ,

每担售价要比机缫丝低五十两”(苏耀昌 , 1987:160)。

陈启沅在自传中提到 , 由于兴建蒸汽缫丝厂的成本太高以致很多人都无法参与进来。
“建立蒸汽机缫丝厂的关键问题在于 ,第一笔投资达两万两之多 ,过于沉重了”(陈启沅 ,

1903)。



霍华德和巴斯维尔也注意到:“一些比别人更有胆识的人购买大量蚕

茧 ,缫出很多生丝 ,我们看到不少家庭的缫丝机多达 4架 、6架 、8架 、10

架甚至更多 ,使用这些机器的都是受雇的女工”(Howard &Buswell ,

1925;转引自苏耀昌 , 1987:161)。据李建福的统计 , 20世纪初“拥有三

十个水盆以上的脚踏缫丝厂至少有两百个 ,起码雇了六千名工人;此外

还有许多少于三十个水盆的小厂”(Li ,1930;转引自苏耀昌 , 1987:161)。

“宣统年间 ,出现了一大批拥有缫丝釜五十釜至一百釜的手工业工场 ,

其中部分工场在使用足踏缫丝机的基础上兼使用锅炉蒸汽煮茧”(程耀

明 ,1985:268)。

需要注意的是 ,这些脚踏缫丝机只是在原有手摇缫丝机基础上的

改良 ,使用这种脚踏缫丝机的手工作坊并不是机器生产 ,大部分仍然用

炭火来煮茧 ,更没有用蒸汽来作为牵动缫丝机的动力 ,完全没有机械化

或者机器化。这种作坊所产的生丝并不属于厂丝 ,而同样属于土丝;也

不是用于出口 ,而是为国内的丝织业生产原料 。在这个过程中 ,我们可

以看到 ,由于存在资金短缺等问题 ,无法直接引进国外先进的缫丝机器

和蒸汽机 ,陈启沅改造 、设计了蒸汽机和缫丝机;机器缫丝提高了生丝

质量的同时也提高了生丝的价格。而这种技术的普及则淘汰了原先质

量较次的土丝 ,这使得国内的丝织业者因无法支付机丝的高价而面临

原料紧缺 。从而引发了社会矛盾 ,其矛头直指机器缫丝厂及其背后的

民族资本 。为了缓解矛盾 ,陈启沅再次对缫丝车进行技术改革 ,发明了

脚踏缫丝机 ,满足了丝织业者的需求 ,从而平息了后者的怨恨 。“脚踏

缫丝的小作坊为丝织者提供了原料 ,平息了他们对工厂制度的对抗情

绪……脚踏缫丝机的发明 ,留下一些空间让小资本家参与蚕丝工业 ,扩

大了资本家阶级的社会基础”(苏耀昌 ,1987:162)。

与此同时 ,这种脚踏缫丝机的广泛使用 ,又在华南蚕丝产区发展起

一种二元经济:一是以蒸汽缫丝厂为代表的现代成分 ,它需要巨额资本

购买机器 ,使用最优质原料 ,招募眼力极好的最合格工人 ,从而生产用

于出口的生丝;二是只需很少投资的脚踏缫丝作坊 ,这些作坊使用劣质

剩余的原料 ,雇用因目力减退而被蒸汽缫丝厂解雇的中年妇女 ,其生产

的是用于国内丝织业的低级生丝(彭泽益编 , 1962)。

1891年 ,陈启沅将缫丝厂从澳门迁回南海 ,并试图实现动力的蒸

汽化 ,但是遭到缫丝工的强烈抵制 。直到20世纪初动力的蒸汽化才得

到初步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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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原有体系的维护者

1.满清政府

满清政府一直都是严格限制手工业发展的。“总起来看 ,清朝前期

的手工业政策旨在将手工业限制在传统农民家庭经济内部 ,使之成为

自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,服从并服务于建立在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之

上的封建政治 ,即使是城市手工业 ,也牢牢控制在政府及与政府有密切

关系的行会手中 。任何超越自然经济而独立发展的手工业 ,都必将置

于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 ,使之难以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”(彭南生 ,

2002:142)。

对于新兴的机器工业包括机器缫丝厂 ,满清政府更是大力封杀 。

早在 19世纪 60年代 ,外商开始兴建机器缫丝厂之时 ,满清政府就限制

这些缫丝厂的蚕茧来源 ,最终迫使这些机器缫丝厂关闭 。

怡和洋行“派遣通事黄吉甫在嘉兴购买蚕茧。浙江巡抚与南洋大

臣会商后 ,决定实行弹压 ,将茧行加以封闭 ,房屋拆除入官。运用断绝

原料供应的手段 ,迫使丝厂停业”(王翔 , 2005:117)。满清政府对外商

投资的缫丝厂采取封杀政策有比较强的经济因素 ,因为当时的外商缫

丝厂所产生丝都是用来出口的 ,而在当时的政策下 ,它们是不需要缴税

的。而在蚕茧交易中 ,又尚未有茧税 、茧捐一说 ,这就会导致政府财政

收入的减少。

甲午战争前 ,清政府严格控制开设茧行的申办权 ,严禁通商口岸开

设茧行;江浙两地茧行的开设也受到种种限制 ,使机器丝厂不能直接与

原料茧交易发生联系。从而导致多家丝厂原料获取困难 ,甚至关闭 。

原料茧从产地到上海的运输方式也受到刁难:不被允许使用蒸汽轮船 。

甲午战争后 ,清政府则通过加强茧捐的征收来实现限制 。江浙地区原

先并无买卖蚕茧的生意 ,因此购买蚕茧可以不缴厘金;丝厂产出生丝 ,

可以不经丝行而直接卖给洋商 ,因此由丝行代征的丝捐也逃脱了;另

外 ,位于上海的丝厂卖丝给上海洋商又可以免缴外地生丝运往上海时

所征收的“落地捐”(王翔 ,2005:87)。“由于上海是通商口岸 ,厂丝出口

得以免除江浙土丝从产地运往上海途中征收的丝捐 ,清朝当局由于丧

失了作为其重要财源的生丝流通税 ,因而从一开始就对上海的外国资

本 、民族资本的近代丝厂采取敌视态度 ,苦心竭虑于如何对之征收至少

相当于丝捐的税收”(铃木智夫 , 1992:346-347;转引自王翔 ,2005:1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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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127)。

在发生了 1881年广东南海丝织者焚毁丝厂的骚乱后 , “官府一方

面平息内乱的丝织者;一方面下令禁止机器缫丝 ,在已引起丝织者大量

失业的地区 ,关闭所有缫丝厂”(苏耀昌 , 1987:159)。1882年秋 ,清政府

又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禁止近代机器丝厂的措施 。1882年 ,江苏

巡抚卫荣光指令上海道台邵友濂查明关闭机器丝厂 ,并采取断然措施

阻止“有恒织绸公司”成立 。同年 11月上旬 ,两江总督左宗棠再次命令

上海道台邵友濂 ,通告英美两国领事 ,将公平 、旗昌两家丝厂“即行关

闭” ,有恒织绸公司“不许开办” 。导致前两家丝厂的股价暴跌(王翔 ,

2005:125)。

1882年左右 ,兴起了有关引进国外缫丝工业的讨论 。关注点是要

不要引进机器缫丝工业 ,机器缫丝究竟有利还是有害 ? 是不是必须改

革中国丝绸业的传统生产方式 ?国人对国外的技术一直就分为两派观

点 ,一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,即认为国外的技术是不错的;而另一派则认

为国外的技术如同其文化一样 ,都是不可取的 ,跟中华文明不匹配。

机器丝厂与众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,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

变化和新冲击。丝厂生产的厂丝质量比农家的手缫土丝高 ,国际上的

售价也超过一倍甚至更多 ,利润空间很大。但还是存在很多反对者 。

原有经营生丝贸易的传统丝商和丝行 ,由于蚕区农民不再自己缫丝 ,而

是将蚕茧卖给茧行和丝厂 ,使得长期以来控制着生丝贸易的丝商和丝

行的货源减少 ,利润下降;而他们一时又没有能力转换经营形态 。大多

数地方官员出于维护传统生产方式和小农经济的思维惯性 ,担心丝厂

设立后 ,丝捐 、茧税等地方财政收入流失 ,所以也反对机器缫丝(王翔 ,

2005:86)。后来 ,政府由原来的反对机器缫丝改为对缫丝厂以及蚕茧

交易 、生丝交易苛以重税 。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长江三角洲新开设

的茧行(在机器缫丝厂出现之前 ,并没有茧行)征收茧捐;对珠江三角洲

(在珠江三角洲并没有专业的茧行 ,但是有茧市)的生丝流通领域征收

丝捐。1895年 ,浙江的茧捐为每担 12元 ,江苏为 9元 ,而丝捐相当于每

担5元 。而对丝厂而言 ,蚕茧占到生丝生产成本的 75-80%。有国外

学者指出 ,中国的茧税大约占到丝厂所用蚕茧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(王

翔 ,2005:128)。与此同时 ,茧捐也就成为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

要来源之一 ,如在江苏 , 19世纪末每年征收的茧捐已多达 20万两(王

翔 ,2005:12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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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官员则采取了一种比较开明的态

度。1887年 ,支持和鼓励引进发展近代缫丝工业的李鸿章 、张之洞等

人逐渐打消清政府的疑虑 ,开始采取奖励民营缫丝工业的政策 。1887

年10月 ,总理衙门要求浙江省派员前往珠江三角洲考察学习 ,大力推

行鼓励民间人士引进和经营机器缫丝生产的政策(王翔 ,2005:98)。

从此 ,诸多政府官员开办丝厂 。1894年 ,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湖

北纺纱 、缫丝两局。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 ,鼓励民族资本开设缫丝工

厂 ,规定凡是开设缫丝工厂者 ,均可从地方当局借得官本 ,并且可以得

到蚕茧的优先购买权(王翔 , 2005:99)。甲午战争之后 ,清政府开始重

视近代工业的发展 ,采取奖励和保护政策 ,以图对抗外资的垄断 。

然而 ,即使在满清政府灭亡之后 ,反对机器生产的呼吁仍然强大 。

比如在1930年 11月1日至8日 ,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在南京召开了全

国工商会议 ,代表们提出要适度限制机器工业以保护手工业。有的代

表指出了机器工业对手工业竞争的残酷性 ,主张“在未能设法改良此项

手工业之前 ,必须设法妥为限制同类之机械制造工业 ,以免剥夺其利

益 ,予以保护 , 俾安遂其生存 ,庶免发生畸形的工业发展”(彭南生 ,

2002:176-177)。

可见 ,面对新的技术和组织 ,政府的态度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利

益变化 ,同时也受其自身持有的价值 、观念所影响 。新技术往往意味着

变化 ,变化并不一定就等于利益受损 ,比如在缫丝技术的变革中 ,政府

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变革来振兴缫丝业 ,扩大生丝出口 ,从而获取更多的

利益 。但是长期的积习使得政府和民众害怕变化 。他们因为对这个领

域不熟悉 ,感到陌生 ,而深怕丧失主动权 。自鸦片战争之后 ,国人开始

关注国外的技术 。最初 ,国外的技术被蔑称为“伎俩”;随后由于吃了这

些新技术的亏而转而开始学习这些新技术 ,但仍然认为这些技术是细

枝末节的东西。可以说 ,对技术 ,满清政府一直是处于蔑视和害怕的两

难境地 。而对技术的恐惧 ,也使得他们对技术引进坚持抵制的态度 。

与此相反 ,那些对新式机器更为熟悉的洋务官员 ,对此则持一种相对开

放的态度 。

陈启沅决定在国内设立机器缫丝厂的时候 ,就是考虑到诸多不利

于机器缫丝的社会因素 ,最后退而求其次 ,选择了自己的家乡———广东

南海县的一个村落。“陈启沅走访了上海 、广州和其他城市 。他发现这

些城市都不适合建厂 ,因为清政府对城市控制严格 ,对城市中的工业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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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有诸多限制。此外 ,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在财政上陷入困境 ,常常要

求城市商人捐款资助地方政府 ,从而使许多商人陷于破产 。为了避开

来自官府的这些压抑和盘剥 ,陈启沅决定不在城市建厂 ,而把工厂建在

自己的家乡”(苏耀昌 ,1987:155)。

2.士绅阶层

士绅阶层(包括原来的丝商)是反对机器缫丝厂的 ,尤其是在上海 。

由于上海的机器缫丝车几乎都是外商或买办资本创建 ,其社会基础相

对比较单一 ,因而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也相对更大。土绅们认为 ,私立丝

厂收购蚕茧是与民夺利。他们还反对丝厂雇佣女工 ,认为这将导致年

轻农家女子荒废农事 ,离开家乡 ,迁居上海;而且丝厂男女混杂 ,大不利

于社会风俗 ,社会风俗甚至会因之而败坏紊乱 。这反映出这一社会阶

层对于机器工业促使传统农村手工业解体 ,瓦解小农家庭经济的恐惧

(王翔 ,2005:87)。此外 ,另一种典型观点是 , “女工由于不习惯于使用

机械而容易受伤 ,并且机械之骚音扰人 ,工厂之突出的烟囱会破坏风水

等”(铃木智夫 , 1992:48)。

丝厂高耸的烟囱 、古怪的建筑和锅炉发出的汽笛声 ,使得长期来习

惯于并企图继续维持封闭田园生活方式的人们心怀不满。对于那些坚

持传统礼教的保守乡绅来说 ,这么多妇女在其父亲和丈夫的视线之外

在男性工头的监督下从事生产 ,这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行为。“因此 ,

随着缫丝工厂的增加 ,人们的反感情绪也在加强……流传着种种关于

丝厂的奇谈怪论 ,时时都有对与丝厂有关系者的中伤 、挑衅和妨害行为

发生 。敌视缫丝厂的人里 ,有绅士 、耆老 ,也有官吏 、商人和农民 。他们

都把学习洋鬼的机器丝厂看作不吉利的怪物 ,对之抱有强烈的嫌恶”

(铃木智夫 ,1992:426-427)。人们不称缫丝厂为丝厂 ,而蔑称“鬼 ”

(王翔 ,2005:133)。

相对而言 ,在珠江三角洲地带 ,士绅阶层的反对则微弱得多 ,因为

他们自己就是创办近代缫丝厂的生力军 。同时也有更多的群体参与到

机器缫丝过程当中 ,其社会基础更为广泛而坚实。程耀明(1985)指出

广东的机器缫丝厂主要是由殷富士绅合股开办的 。

　　根据陈启沅的自传记载 ,家乡的士绅因他出身于上层阶级而

给他面子 ,允许他建立缫丝厂 。但是 ,陈启沅也为乡亲们作了许多

好事 ,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。例如 ,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建了一间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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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 、一间肉店和一个“大墟” 。其商店出售的商品要比附近的墟市

便宜一些。此外 ,他还搞了许多地方慈善活动 ,如赈济老人寡妇 ,

聘请一位医生免费为同村人看病 ,捐款资助村里的学校 ,捐钱维修

堤坝之类的公共工程 ,等等。(苏耀昌 ,1987:155)

王翔在其研究中也提到:

　　在当时的中国 ,要兴办一个男女同工 、有蒸汽设备的缫丝工厂

尚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。旧习惯势力的阻挠 ,无知乡亲的非难和中

伤伴随着丝厂创建的全过程。陈启沅利用故乡和家族关系 ,拜访

绅耆 ,说服解释 ,疏通官府 ,折冲樽俎 ,又捐助巨资 ,兴修水利 ,还捐

米施药 ,救助贫弱 ,在乡里树立起乐善好施的富商形象 ,赢得了同

一家族内部和附近村落成员的信赖和支持。(2005:102)

选择在蚕区农村建厂还有一个便利 ,就是容易得到足够的熟练劳

动力 。在 19世纪 60年代 ,外商投资的缫丝厂面临两个主要问题 ,一是

蚕茧供应得不到保证 ,再就是没有足够的熟练劳动力。在中国 ,从事养

蚕和缫丝的几乎都是女性。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,未出嫁的女孩一

般来说是不允许出村的 ,结了婚的女性则由于家庭因素和礼教约束也

不太可能到城里的缫丝厂去工作 。因此 ,选择在村里建厂就省却了这

些麻烦。“在自己的村子里建立缫丝厂 ,意味着这些少女不必冒险到村

外工作。例如 ,陈启沅缫丝厂的三百名女工中 ,有一百三十名来自他自

己的村子 ,其他都是从附近的村子招募而来的 。此外 ,作为村里一位年

长的族人 ,陈启沅也可对这些十几岁的同村女工行使长者的权力”(苏

耀昌 , 1987:155-156)。这样 ,在蚕区建厂就容易得到熟练缫丝工;加

上当时的缫丝厂并没有完全采用蒸汽动力 ,因此缫丝厂所采用的缫丝

机和农户原先使用的缫丝车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 ,容易上手 。另外 ,通

过为村里和邻村的大多数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 ,也为缫丝厂赢得

了农民的支持 ,因此获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。

各村缫丝厂生产的发展也给士绅阶级带来了好处 。珠三角各地农

村看到缫丝厂盈利的前景后 ,都先后加入到创办机器缫丝厂的行列 。

早在陈启沅最初成立继昌隆缫丝厂的时候 ,就“试图劝导士绅合股发展

其缫丝厂。陈启沅承认 ,尽管士绅实际拥有的股份太小 ,但无论如何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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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合股经营使他与上层阶级建立了联系”(苏耀昌 , 1987:155)。可

是 ,开始时 ,士绅阶层并不热心 。一来可能是因为缫丝厂毕竟是全新的

事物 ,是否能够盈利还是个未知数;二来士绅们也可能从心底里保持着

对机器生产这种自己不熟悉 、不能掌握的外来物的抵触情绪 。不过 ,看

到缫丝厂比原来的手工缫丝以及其他行业更能盈利后 ,士绅们也就踊

跃入股创办近代机器缫丝厂了 。事实上 ,华南的士绅原来已致力于修

筑堤围 ,建设基塘 ,推进蚕丝业 。近代的缫丝厂迎合了国外的生丝需

求 ,扩大了出口量 ,自然也为士绅们原先的投资找到了出路 ,现在自然

也就乐意接管缫丝厂的建设 ,以牟取厚利。1881年以前就建成了 11个

缫丝厂 ,其所有者约一半是举人 ,其他的也基本上是士绅(苏耀昌 ,

1987)。在当时的中国 ,赢得了士绅的支持 ,也就给落户于乡村的缫丝

厂带来了足够的合法性。

而且 ,若是女工拒绝工作 ,破坏生产 ,宗族还会使用族权来粉碎罢

工。事实上 ,宗族曾经宣布:“一人不回厂上工 ,全家出族;倡导罢工者 ,

将受最严厉惩罚 ———关进猪笼淹死”(李本立 ,1964:92-93)。

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,士绅阶层对机器的抵抗固然有来自

原有思维习惯 、价值观念的成分 ,但是其中的利益成分也不容忽视。新

技术的引入总会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 ,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新技术的

应用和变革(包括对技术的改造)。

此外 ,其他地方势力(主要是指当时所谓的土豪)也通过各种方式

介入机器缫丝业并参与利润的瓜分 。首先 ,他们用宗族或家族的名义 ,

建置或购买缫丝厂房 、租赁收息 ,租率通常为投资的 10%。其次 ,蚕丝

工业家必须向土豪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 ,如桑捐 、茧捐 、蛹捐 、过节捐

等。土豪还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 ,每个水盆每年十元。此外 ,在其他地

方收购蚕茧 、招募工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之类的费用 。最

后 ,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 ,用这笔收入资助地方民兵(苏

耀昌 ,1987:209)。

(三)农民的分化

在蒸汽缫丝技术引进之前 ,人们采取家庭手工缫丝的工作方式 ,养

蚕与缫丝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 ,它成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村的重要

副业;它与水稻等农作物生产紧密相联 ,构成了中国传统上男耕女织 、

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 。在此 ,养蚕和缫丝是一体的 ,蚕农自己种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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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获得满足基本需求的粮食 ,同时又通过养蚕缫丝甚至纺织来制作衣

料 ,并借此获取一定量的收入 。费孝通(2003 1936)对这种自给自足的

自然经济形态也有过论述 。

随着蒸汽缫丝技术的引进 ,机器缫丝厂的建立 ,养蚕和缫丝逐渐分

化 ,形成专职的缫丝工和蚕农 。① 也就是说 ,开始呈现职业化和专业化

的趋势。

在19世纪 80年代的珠三角(包括南海 、顺德 、佛山 ,乃至中山 、三

水 、番禺 、东莞 、新会 、高明等地),“由于机械缫丝业兴隆 ,不再于家中从

事手工缫丝的农村妇女大部分被丝厂所吸收 ,因此经营专业性养蚕者

几乎皆为男性”(陈慈玉 ,1989:158)。可见 ,甚至原先的性别分工也开

始因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而发生改变。原先在田间劳作的男性 ,因为

女性都到丝厂专职从事缫丝 ,转而“洗脚上田”从事养蚕工作。就目前

所掌握的资料而言 ,还不足以判断珠三角的男性究竟是专职从事养蚕

工作还是仍然把养蚕当作一种副业 ,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:珠江三角洲

的一些地区 ,由于生丝出口激增 ,植桑养蚕比种植棉花 、水稻 、甘蔗等作

物更有利可图 ,于是 19世纪中期以后掀起了全面性的弃田筑塘 、废稻

植桑的高潮。像在顺德 ,稻田已经不到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(王翔 ,

2005:37-38)。加上珠三角的蚕茧一年可以成熟 6 到 8次 ,这又使得

养蚕可以不是季节性的 ,为专业化提供了基础。因此在 19世纪 80 年

代后半期继植桑育蚕热 ,水田被改为桑园之后 ,出现了以养蚕为专业的

农户(蚕农)(王翔 ,2005)。

1.缫丝工:职业化与专业化

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乡村兴起后 ,招聘了一大批年轻女工进入缫

丝厂 ,从事专职的缫丝工作。但由于工厂就设在乡间 ,所以这些缫丝工

并没有离乡背井 ,没有离开乡间;但她们也脱离了农业生产 ,成为专职

工人 。“他们通常是早出晚归(丝厂没有宿舍),中午自带便当……平均

年龄为20岁左右”(陈慈玉 ,1989:189)。女工中未婚与已婚者各半 ,经

过见习1-2年后才成为正式的缫丝工 。在当时的经济现状下 ,缫丝工

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。“一个工人每年工作 250 天左右 ,就可以挣到

200元。20世纪初 ,平均 5口的农家 ,维持生计每年约需 195.8元……

在这种情况下 ,当地人都很自然地认为缫丝女工是富有的和值得尊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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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据说这些女工总是衣着漂亮 、外貌娇美 ,经常光顾戏场”(Howard &

Buswell ,1925;转引自苏耀昌 ,1987:182)。

这种职业化和专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,比如推动了技能教育

的正规化 。传统的缫丝业 ,只需父母教导和直观的经验即可胜任;而在

机器化生产中 ,则需要更多的知识才能适应不断的创新 。这也促使了

技能教育的诞生 ,既有正规化的蚕丝专科学校和蚕桑系科 ,也有职业教

育型的育蚕指导所等 ,许多丝厂的章程中都规定工人每日下工后必须

参加一小时的夜校学习(王翔 ,2005)。

工厂化的组织原则毕竟不同于原先的家庭手工生产 ,比如要求每

天准时上下班 ,这对工人的技能和生活习惯 、组织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

求。“近代工厂的组织形式和操作程序具体体现了工业社会的一系列

原则 ,蕴含着改造人 、重塑人的巨大能量 ,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女

性进入工厂后 ,必然要对这些工业社会的原则作出反应 ,在改变了的时

空环境中 ,逐渐地学会适应并参与工厂的活动 ,自动地接受近代社会的

价值观念 、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”(王翔 ,2005:354)。

“近代化机器动力的采用 ,工厂制集中生产的建立 ,大大增加了劳

动强度 ,劳动的社会化同样要求生活时间的社会化 。日出而作 ,日入而

息的传统作息习惯不再为人们所信守”(王翔 ,2005:356)。工作被局限

于某一既定的时间段内 ,其他则是可以自由支配的休息时间;工薪制也

被引入。民风习俗也因此而逐渐发生变化。

缫丝厂中女工占绝大多数 ,女性因此获得了额外的 、在一定程度上

可以自主支配的收入 。这种劳动力的商品化对亲属关系 ,比如夫妻关

系 、父女关系 、婆媳关系 、大家庭关系等都带来了重大影响(费孝通 ,

2003 1936)。妇女在家庭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,随着经济地位的

提高和思想意识的开放 ,妇女解放的声浪日益高涨 。珠三角地区的“自

梳女”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
缫丝女工广泛开展了独身的姐妹会运动 ,姐妹会的成员不愿充当

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 。表现为两种形式 ,一是“自梳女” 。女性原

先只有在婚后才能够梳起头发 ,但在华南蚕丝产区 ,许多未婚女工把自

己的头发梳起来 ,表明其不结婚的决心。一位姑娘一旦梳弄了自己的

头发 ,就完全自立 ,其父母再也不能强迫她出嫁。二是“不落家” ,即一

个女人结婚后 ,不加入丈夫的家庭 ,不和丈夫一起生活(苏耀昌 ,1987)。

虽然早在缫丝机器引进之前就存在拒婚现象 ,但是“到 19世纪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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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工业化开始时 ,女权运动才采取了`自梳女'这种较高级的形式 ,即

完全不结婚”(苏耀昌 ,1987:182)。而这种拒婚运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

容忍 ,这是因为士绅越来越多地参与地方的蚕丝工业化 ,大多数乡村丝

厂都是士绅们参与兴建的。地方共同体的繁荣 ,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

蚕丝生产的顺利进行 ,如果士绅反对不结婚运动 ,就会引起女工们的不

满 ,从而导致蚕丝生产过程的混乱 。

　　不过 ,不能认为宗族和工厂主对不结婚运动的容忍 ,意味着士

绅统制和男权专制的衰落。它只不过是士绅的权宜之计罢了 ,其

目的在于调和男权专制与成功地进行蚕丝生产之间的矛盾 。若是

女工越过这个限度 ,拒绝工作 ,破坏生产 ,那么宗族就会毫不迟疑

地使用族权来粉碎罢工 。事实上 ,宗族曾经宣布:“一人不回厂上

工 ,全家出族;倡导罢工者 ,将受最严厉惩罚———关进猪笼淹死” 。

(苏耀昌 ,1987:188)

在这种背景下 ,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 ,出租给姐妹会成员居

住;甚或修筑贞女祠 ,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(苏耀昌 ,

1987)。

此外 ,伴随着职业化 、专业化过程 ,缫丝工还对技术变革施加着重

要影响 ,对技术变革起着或推动或阻滞的作用 。

根据史料记载 ,在 20世纪之前 ,珠三角的缫丝厂都只是用蒸汽来

煮茧;而没有利用蒸汽动力来带动缫丝车 。1891年 ,随着政府政策环

境的好转 ,陈启沅将继昌隆缫丝厂迁回南海老家 ,并改名为“世昌纶”缫

丝厂。这个时候 ,陈启沅开始尝试更新机器 ,实现蒸汽化 ,但是遭到缫

丝工的抵制 。“约在 1892 年……世昌纶开始装置蒸汽动力带动缫丝

车 ,这是广东最早出现的蒸汽机缫丝厂 ,但实行仅两年 ,女工反觉不如

足踩易于掌握 ,于是在 1894年重又恢复足踩”(见陈天杰致上海社会科

学院经济研究所 1981年 3月的信件 ,转引自徐新吾主编 ,1990:116)。①

陈启沅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的时候 ,并没有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缫

丝车 ,也没有利用蒸汽动力来带动缫丝车 ,这一方面可能是资金的约

束 ,另一方面也无疑有利于缫丝工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这种半机器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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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产过程。这也使得其所产的生丝能够及时迎合欧美市场的需求 ,

并迅速占领国外市场 。但是随着长江三角洲 ———主要是上海———机器

化缫丝厂的兴起 ,珠三角所产的生丝质量相形见绌 。在这个时候 ,虽然

由于国外市场的巨大潜力 ,长江三角洲的机器化缫丝厂还没有对继昌

隆等珠三角的缫丝厂形成实质性的竞争压力 ,但是这个趋势却是存在

的。于是 ,以世昌纶为代表的珠三角缫丝厂试图革新机器 ,全面实行蒸

汽化 、机器化。但是这次变革却因遭到了缫丝工的抵制而进展缓慢。

以蒸汽动力来带动缫丝车真的不如足踩缫丝车① 易于掌握吗 ?

缫丝工的抵制何以能够成功呢 ?

我们注意到广东缫丝厂的个体劳动力生产效率很高 ,与欧美相仿 。

尽管如果以丝车为单位来计算的话 ,广东缫丝厂的单位产量并不高 ,甚

至只有上海的 60%左右。但是在上海和无锡平均每部丝车是 2.53人 ,

日本为 1.68人 ,广东是 1.04 人。因此 ,如果计算劳动力的生产率的

话 ,广东丝厂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约为上海 、无锡丝厂每个劳动力的

1.5倍 。但是广东所产的生丝质量相对较低:这主要是因为广东丝车

所采用的机器比较粗糙 ,也没有使用蒸汽动力来牵动缫丝车 ,而是用脚

力。这也导致广东丝厂内分工较粗 ,煮茧 、索绪和缫丝三者一体(陈慈

玉 ,1989:190)。而在上海 ,丝厂内分工较细:其中包括缫丝工 、缫丝补

缺工 、煮茧索绪工 、选茧工和剥茧工(陈慈玉 , 1989:45)。

从机器与人的比例来看 ,广东丝厂更倾向于劳动力密集型 ,而上海

丝厂则是资本和机器密集型的 。广东丝厂缫丝工相对更高的个体生产

率 ,也使得她们的工资较高。就像上面提到的 ,广东丝厂缫丝工的一个

工人每年工作 250天左右 ,就可以挣到 200元 。②

广东丝厂女工相对高的工资 ,估计还跟丝厂坐落于乡村有关系 。③

在乡村 ,乡绅 、宗族的势力相当强大 ,因此女工工资的高低不仅仅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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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为了躲避城市中势力强大的手工业行会和官府的严密统制 、苛捐杂税 ,陈启沅将其缫丝

厂设在乡村(王翔 , 2005)。这样 ,缫丝厂靠近蚕茧产地 ,节省了交通运输费用 ,也有利于
获得熟练的缫丝女工 ,并且能够得到地方士绅的庇护。逐渐地 , 将缫丝厂设在乡间也就

成了珠三角的一个特色。

根据陈慈玉(1989:54)的测算 ,在同一时期 ,上海一等缫丝女工的月薪 ,即使在旺季 ,以一

个月 28日全勤计 ,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为 14.24元。而在上海 ,丝厂每年只能开工 8-9个

月。因而一年的工资不会超过 140元。

这种足踩缫丝车和陈启沅后来开发的脚踏缫丝车并不相同。后者是单机 ,而且完全不使
用蒸汽;以炭火来加热煮茧水。而缫丝厂里所使用的足踩缫丝车则采用蒸汽来煮茧 ,而

且是联结而不是分散的单机。



了单位劳动力的效率 ,也反映着女工背后的家庭力量 、家族势力的支

持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,宗族规定工人必须上班不准罢工等;相应地 ,

丝厂则支付比较高的工资 ,也不能轻易解雇工人。因而我推断 ,女工背

后的社会力量———主要是宗族势力 ,正是女工得以成功抵制机器化 、蒸

汽化的主要原因 。

在原有半机器化 ,采用脚力的情况下 ,女工能够获得相对高的工

资;而如果实现机器化 、蒸汽化 ,女工的重要性便会下降 ,机器的重要性

会上升 ,那么女工的工资可能会降下来 。另外 ,与女工们原先已经熟悉

的足踩缫丝车相比 ,蒸汽化的缫丝车无疑需要她们花费额外的时间和

精力去熟悉操作 ,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会导致心理上的焦虑以及经济

收入的下降 。因此她们抵制技术革新 。而她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,又和

缫丝厂位于她们所仰仗的宗族势力范围有着必然关系 。可见 ,丝厂落

址村落的时候 ,是想避开城市里的官府和行业协会的阻力 ,并在乡间得

到士绅和宗族力量的支持。但这种支持 ,也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一种

牵制 ,世昌纶的技术革新历时长久就是一例。

2.蚕农:专业化和市场化

在近代缫丝厂建立之前 ,蚕农都是兼营产茧和缫丝的。也就是说 ,

养蚕和缫丝是天然一体的。这既有技术上的原因 ,也有社会因素 。从

技术上说 ,在发明杀蛹 、干燥技术之前 ,缫丝必须赶在收茧到出蛾之间

的短短十来天全部完成。因此无法在远离蚕茧产地的城市建立缫丝厂

或者手工作坊。而从社会因素而言 ,即使是出售蚕茧给临近的手工作

坊 ,因为蚕茧受时间约束比较大(几天之内卖不出去就会出蛾 ,也就失

去了价值),因此蚕农如果只是出售蚕茧的话 ,其谈判地位是很低的 ,很

难卖到一个好价钱。另外 ,缫丝对于蚕农来说也是一笔比较可观的收

入。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来说 ,缫丝就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赚取

额外收入的一大途径 。根据测算 , “每亩土地稻麦两作的收入与植桑育

蚕的收入相比 ,后者平均约为前者的 3.45倍 ,单纯植桑也为稻麦两作

的1.31倍 ,即使本人不植桑 ,购买所需桑叶用于养蚕 ,也为稻麦两作的

2.13倍 ,为单纯植桑的 1.63倍”(王翔 ,2005:35)。因此 ,蚕农有着很强

的维持家庭手工缫丝的动力。这一点在长江三角洲更为明显。在长江

三角洲 ,1894年 ,厂丝出口只占当年生丝出口总量的 7.4%, 1899 年上

升为 15.77%;1916 年 ,厂丝出口才第一次超过土丝 ,占 50.5%;直到

1925年以后 ,厂丝出口才稳定地高于土丝(王翔 ,2005:11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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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在 1936年 ,费孝通仍在开弦弓村观察到 ,蚕农虽然拥有合伙

的村办缫丝厂 ,但是他们仍然保留大部分的蚕茧用于自己缫丝。“这个

村庄过去至少有 350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 。现在开办了工厂 ,同等量

的工作 ,不到 70个人就能轻易地负担起来。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减少

了。从技术观点来看 ,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。但这一改进对农村经济

意味着什么呢? 将近 300名妇女失去了她们的劳动机会 。`失业' 的问

题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响———根据男女性别不同的传统分工仍然不

变 ,但农田面积如此之小 ,要把妇女劳力引向田地是不可能的。然而也

没有引进新的工业来吸收多余的妇女劳力”(费孝通 ,2003 1936:196)。

劳动力的闲置促使蚕农给自己留下更多的蚕茧 ,自己缫丝 ,而不是卖给

工厂。“1929年 ,留给家庭的蚕茧约为总生产量(约 72000磅)的六分之

一 ,但 1932年增加到三分之二 。1936年我离开村庄以前 ,留给家庭的

约为三分之一……农民保留原料以便从事家庭缫丝的原因 ,并不在于

实际考虑丝和茧的价格 ,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缫丝能比卖原料多挣钱”

(费孝通 ,2003 1936:197)。这主要就是因为 ,如果不是自己缫丝 ,那么

闲置出来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其他用途 。因此费孝通看到 ,土丝产量

在某些年份里非但没有下降 ,反而还有增加的迹象。而国内对土丝的

需求(主要是丝织行业的需求)也使得蚕农的自缫土丝仍有市场 。可

见 ,在生活水平低下而又没有其他就业机会(包括更多的土地)的情况

下 ,蚕农有强大的动力继续维持家庭手工缫丝 。蚕农坚持手工缫丝就

使得缫丝厂缺乏原材料———蚕茧 ,而缺乏原材料就限制了工厂的规模 ,

也就限制了技术变革 。

珠江三角洲的缫丝厂同样面临蚕茧的供给问题。为了解决这个问

题 ,继昌隆缫丝厂开始以高价向蚕农收茧。其价格高到比蚕农自己缫

丝后出售生丝所获取的利润还高 ,也就等于说蚕农在获取等量甚至更

多利润的情况下 ,还省却了缫丝过程 。而且由于缫丝厂扩大了对蚕茧

的需求 ,蚕农也就可以在种桑养蚕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 ,扩大生产。其

他缫丝厂基本上也都是采取高价收购蚕茧的策略 ,而且随着珠三角地

区缫丝厂的快速发展 ,所需的蚕茧量逐年上升 。所有这些都刺激蚕农

转而更多地出售蚕茧 ,逐渐放弃家庭手工缫丝 。① 缫丝技术的发展引

发了生丝出口大增 ,这又刺激很多原先种植稻麦的农民转而种植桑树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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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在陈启沅发明脚踏缫丝车之后 ,兴起了一个兴办手工缫丝作坊的高潮。



养蚕 ,这个趋势在珠江三角洲发展得尤为明显 ,种桑养蚕也从珠三角扩

展到广东的其他地方 。可见 ,在珠三角 ,养蚕和缫丝的分化比长三角要

迅速 。

珠江三角洲从事某种蚕桑生丝生产并从中获益的农户比例极高 ,

“佃农们则完全由生丝出口扩大中获益 。虽然顺德县的地租率最高 ,在

广东省的人地比例最糟 ,那里的土地价格甚至比广州更高 ,但是通过蚕

丝工业不断增加收入 ,仍然使当地人民得以享受广东省内最高的生活

水准”(Eng , 1986:190-191)。

如果农民不能从技术变革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,那么他们将会倾向

于维持原先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 ,直至外来的新技术将他们击垮或

者是新技术被挤出市场。但是 ,如果多余的劳动力能够找到其他谋生

方式 ,并能够获取相当甚至更高的利益;又或者他们能够从新技术当中

得到相应的利益 ,那么他们对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阻力将会大大缩

小。但是 ,如果没有其他行业能够吸纳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多余出来的

劳动力 ,那么他们就会抵制新技术 。同样 ,他们的抵制还在一定程度上

影响着其他主体的决策。从这个角度来说 ,如果人口压力大 ,技术变革

的动力和压力会更小;抵制技术变革的力量则会更大。

由于国外对机缫丝也即通常所说的厂丝的需求量的剧增 ,使得珠

三角的缫丝厂所产的厂丝得以高价出售 ,这是它们能够支付给蚕农高

价的基础 。但这还只是基础 ,也不是惟一的基础。前面已经提到 ,建造

同等规模的缫丝厂 ,在上海需要将近9万两白银;在珠三角则只需 2万

两 ,至于那些手工作坊所需的资金就更少了。这样 ,技术改造使得缫丝

厂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收购蚕茧 ,而不是固定设施。其次 ,在珠三

角 ,一年有 6到 8季的蚕茧 ,这就意味着缫丝厂不用一次性购买全年所

需的蚕茧 ,而是至少可以分 6到 8次购入。这也使得缫丝厂在收购蚕

茧的时候具有更灵活的可接受的价格空间 。再次 ,珠三角的缫丝厂都

位于产茧的乡间 ,因此省却了不少运输费用。最后 ,正如前面所述 ,正

因为缫丝厂都位于乡间 ,通俗的来说 ,那是属于蚕农的地盘 ,因而他们

具有相对高的谈判地位。所有这些都使得珠三角的缫丝厂更“愿意”高

价收购蚕茧的同时 ,也“不得不”以高价收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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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小结:技术与社会的互构

以蒸汽机(以及后来的电力)为动力的生产系统有着不同于传统家

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要求。以蒸汽机为动力基础 ,就要求缫

丝机 、纺织机等集中在蒸汽机动力附近 ,甚至要求它们在同一厂房内 。

相应地 ,工人也要集中在一起从事生产 ,而不可能像传统家庭手工业那

样各自在家生产 。因此 ,新技术的引入 ,对工厂内部的管理 、组织的影

响是显而易见的 。“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 ,技术变革是不可能

的。例如 ,轮子平稳的转动只有通过中心动力有规则的机械运动才能

达到 。为了改进技术 ,引进蒸汽引擎 ,必然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

工厂集体劳动的变革 。电力的使用 ,又可能使生产过程分散 ,从而需要

工业之间复杂得多的协作。在一个集体企业系统下 ,生产资料和劳动

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。为了生产 ,引进新的社会组织 ,变革力量

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 。在组织新工业中选择社会原则也与变革力

量的利益相关……新工业组织的原则是合作”(费孝通 , 2003 1936:

180)。也就是专业化分工 。

此外 ,技术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引进新技术的工厂 ,而是扩散到工

厂之外 ,对同行业的其他工厂 、手工作坊 、家庭手工业甚至更大范围的

社会组织产生着重大影响 。“改进技术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 ,而

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”(费孝通 ,2003 1936:236)。这从男耕女

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的解体 、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变化 、农

民的分化等方面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。

这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技术决定论的主张。在对技术与社会之间

关系的探讨中 ,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对组织尤其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。

比如 ,技术越复杂 ,组织结构也就越复杂;对技术的依赖越多 ,也就越受

技术的限制(Thompson &Bates , 1957)。伍德沃德 (Woodward , 1958 、

1980)的研究发现 ,采用小批量生产技术的企业的组织结构更加灵活 ,

采用大批量生产技术的企业的科层化程度更高。斯各特(2002)也认为

技术的复杂性 、不确定性和互依性等特性 ,都影响着对组织结构的选

择;能够与技术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具有更高的效率 。

在看到技术影响着组织模式的选择 ,并带来社会变革的同时 ,我们

又看到社会环境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选择和使用 。技术既不是铁板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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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也不是技术革新者单方面决定的 ,它受到多方利益群体的影响 。由

于受到资金等的限制 ,陈启沅对蒸汽缫丝技术进行改良并自行制造;为

了平息丝织业者的仇视 ,陈启沅再次对缫丝车进行改良 ,使其适于分散

的家庭手工劳作和手工作坊的劳作;缫丝工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工

作习惯 ,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抵制了缫丝厂革新技术的尝试 。因

此 ,离开社会环境 、离开技术的使用者 、离开受技术直接和间接影响的

主体 ,我们都无法真正理解技术变革 。因此 ,我们需要“着眼于分析与

技术发展有关联的个人 、群体和机构 ,剖析它们本身的利益所在 ,它们

之间的关系 ,以及对技术施加影响的势能和着力点 ,从而去看它们对技

术的发展以及发展的进程产生的影响……许多新概念的产生都是为描

述有关技术和社会互相作用的 ,这些概念强调从技术的设计过程到产

品的使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 、经济 、技术环境中产生 ,并受特定的组织

方式和社会体制的制约”(威廉姆斯 ,2004:82)。

而且即使是相同或者相似的技术 ,也可以不同的方式被使用 ,从而

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结构(Barley , 1986)。与上海缫丝厂不一样的

是 ,珠三角的缫丝厂都位于乡间 ,其工人也都是本村或者临近乡村的农

民(徐新吾主编 , 1990;彭南生 , 2002;王翔 ,2002 、2005)。虽然在这个过

程中出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 ,但是缫丝工人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 。虽

然从个人身份而言 ,缫丝工人属于工人之列 ,但如果以家庭为单位的

话 ,她们仍然是农民 。她们并没有失去土地 ,而一旦缫丝厂倒闭甚或缫

丝业崩溃的话 ,她们仍然可以回归到农民身份 。这种机器化的过程所

推动的也不是城市化 ,而毋宁说是集镇化。费孝通(2003 1936 、1986)对

小城镇的论述跟这个趋势也是契合的。与此相对地 ,上海的缫丝厂则

集中在城市。缫丝业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农民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,还加

剧了城市化过程 。而且这种城市化过程还是农民失去土地的过程。农

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,成为缫丝工人 ,而由于失去家庭和家族势力的庇

护 ,他们也更容易被迫去适应现代工厂生产管理组织模式。与此相反 ,

珠三角的缫丝工人则能够得到更高的报酬 ,也有能力去抵制可能有损

其利益的技术变革。

另外 ,这还体现了两种并不完全一样的分配机制 。正如前面所提

到的 ,长三角的缫丝厂更倾向于资本密集 ,在财富分配上更向资本倾

斜 ,因而可能会助长财富的两极分化。而在珠三角 ,则更倾向于劳动密

集;而宗族实力的存在又有助于维护工人利益 ,比如工人能够获得更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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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报酬 ,能够分享到更多因技术革新而增加的财富 。因此可以说 ,同一

种技术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。它并不完全取决于

技术本身的属性 ,它也取决于社会环境和组织方式 ,而这在某种程度上

都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的 ———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也很好地揭示了这

一点。① 人们的价值理念 ,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他们如何使用技术以及

相应的组织模式 。同样的技术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,也可以融合于

不同的组织结构 。

综合这两种视角 ,我们就会发现 ,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不是一次形成

的 ,而是在多次反复的互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。技术的组织刚性要求

特定的组织结构 、社会结构;但技术同样具有弹性 ,在一定程度上能够

应用于不同的组织结构 、社会结构。同样 ,社会也能够容纳不同的技

术。因此 ,社会因为技术的组织刚性而产生结构重组;同时 ,建构中的

技术也会因为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而被改造 。由此形成了技术和社会

之间的互构(邱泽奇 ,2005)。在这个过程当中 ,人的自主选择无疑又是

最为核心的因素 。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,依据人们的自主选择(当然

并不排除在不同的技术 、组织背景下 ,人类的自主选择能力是不一样

的)而呈现 。

因此 ,技术并没有决定社会 ,社会也没有决定技术;而是我们人类

在其中选择契合点。同样 ,技术和社会的互构也不是自动生成的 ,而是

依赖我们人类的选择和行动才得以实现的———它必然以人的互动为基

础。而人际互动的复杂性和变动性 ,就使得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必

然是在多次反复的互动中逐渐建构的 ,每一回合的作用与反作用都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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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在费孝通(2003 1936:180-181)所调查的开弦弓村 ,其变革领导者认为:“机器用来增添

人类的幸福。不幸的是 ,它被用来为相反的目的服务。但我仍然相信 ,试图把这些工具
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 ,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。对我来说 ,最重要的是 ,人

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。换句话说 ,把机器当作一种生产资料的人应该拥有机器。这就

是为什么我坚持合作的原则。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组织新的工厂容易得多, 但我为
什么要这样做呢 ? 我应该为资本家的利益工作而使人们更加痛苦吗 ? 从技术改革所得

到的利益应该归于参加生产的人们。我的另一个信念是 ,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
是一个乡村工业。我的理由是 ,如果我们把工业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 ,像很多工业家所

做的那样 ,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,农民实际上就会挨饿……农村姑娘被吸引到城市工厂
去工作 ,挣微薄的工资 ,几乎不能养活自己 ,她们离开了自己的家。这种过程既损害了城

市工人又破坏了农村的家庭。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贫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 ,我

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。我工作的目的是 ,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
作为原则的新工业 ,来复兴乡村经济。”在此 ,我们看到 ,变革者为了维护原来的家庭结构

和农民的利益,选择了一种合作经营的生产组织模式。



示着多种可能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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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ot quickly because it maintained its autonomy and governing capacity after the arrival of

the eunuch tax collector , which in return a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the riot with

a coherent policy.The riot continued and intensified in Wuchang because the local

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riots coherently after it lost its autonomy in a failed

confrontation with the eunuch tax collector.

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Social Changes in Filature Industry in Pearl

River Delta:An Inter-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Zhang Maoyuan　23……

Abstract: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happened in Filature industry

in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, and the related social changes , especially

the collapse of natural economic system which embodied the labor division between man

and woman.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all the stakeholders' reactions , including the people

who introduced the new technology , the government , the gentry and the farmer.Finally ,
the author argues that ,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,
neither technology determinates social structure , nor social structure shapes technology.
Th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s happened in Filature industry show that

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are inter-constructed.

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Farmers in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

Zhou Feizhou　49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243


